【论文本身就是研究，题目中“研究”一词不建议赘述】
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的价值链路径

[bookmark: _GoBack]吕  芬1,2 ，朱煜明1，凯瑟琳·罗伯特2，周家和1
(1.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72；2.巴黎第一大学管理学院，法国巴黎 75005)

摘要: 在数字转型背景下，为帮助缺乏资源的中小型企业应对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进而创造价值的机遇与挑战，基于创新价值链和网络理论建立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从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3个维度以及商业关系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两类数字化网络，利用267家中小型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与其数字化网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关系网络对3个维度的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商业关系网络对数字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数字产品创新与数字服务创新对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数字技术是核心条件。由此给出中小型企业在不同发展目标下可考虑的数字创新路径，并提出制定帮扶中小型企业提高数字技术采用的精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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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英文摘要、关键词】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to build links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s and resources, which characterizes either with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ur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r with the outcome of innovation. Howev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have limited resources and channels when they fa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to large companie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SMEs that underg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ir market share and profit level if they adopt digital technology. For doing this,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d the digital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then, empirical model was tested using data from 267 Chinese digital SM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showed there are som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th of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SMEs’ market share and profit level. Moreover,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s analysis (fsQCA) was used in this research to reveal the presence of equifinality by distinguishing various configurations in which these antecedent conditions influence market share and profit level. The results of two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showed that SMEs may choose different path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to obtain larger market share and increase higher profit level.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digital innovation by identifying the various links among the digital innovation value chain. Prac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lastly presented.  
Key words: SMEs;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networks; digital innovation value chain

                                
收稿日期：2021-10-11，修回日期：2022-01-05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CSC201706290063）

【全文内根据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引言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否则，应独立成章并加相应的章节标题】
[bookmark: _Hlk67488179]中小型企业是促进就业、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市场经济中最大、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其积极稳定发展与社会结构、经济转型方式和产业升级息息相关。在数字转型背景下，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VR/AR）等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合，使得企业不得不思考如何使用数字技术来进行创新活动以提升经营能力，中小型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其面临的生存挑战更为突出，因此，对中小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活动开展深入研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传统产品制造行业的企业是通过增加产品特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以创造价值[1]。创新价值链在传统行业从组织学习角度解释了创新活动来源、转化和利用的过程[2] ，通过清晰地展示创新各个环节之间的活动，识别创新过程中的复杂结构，从而帮助企业识别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尽管已有学者从企业创新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对创新价值链展开了丰富的研究[3]【句子表述的结论来自文献3或是本文作者自己？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但是，在数字环境中，数字技术的关联性与融合性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边界不再受限[4]，可以让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到创新活动中，价值创造过程并不是企业独单作出贡献的线性序列，而是多家中小型企业通过与外界共享网络，为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创造新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小型企业实现创新和创造价值的方式[5]。引入创新价值链和网络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数字技术对提升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的路径，更为深入地解释其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与网络理论，从数字化网络、数字化转化和数字化利用3个阶段出发构建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概念框架，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通过267家中小型企业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成果以期提供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参考：在理论层面，通过识别中小型企业在数字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主要活动，对现有数字创新价值链研究形成补充与完善；在实践层面，研究解释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的路径，为中小型企业实现数字创新、提升经营能力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1  理论背景与假设提出
1.1  数字技术的定义和特征 
数字技术可以被定义为过程和关系实体的准对象，例如数字加密指令的处理单元以及指令数据存储的组件。数字技术通常是可流动和可编辑的，存在于多场景、分布式和流动式的数字环境中[6]。数字技术也被定义为包含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中或由其支持的产品或服务【这一定义是否本文作者给出？否则，应标引著录来源文献】。由于数字技术包括可重新编程和自制实体，因此，其与数据同质化密切相关。当数字技术嵌入到分层的模块体系结构中，可以将内容从设备以及信息基础架构中分离开[7]。数字技术包含3个重要要素，分别是数字组件、平台和基础架构[8]。
“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是十分相近的两个概念，但是二者有不同之处。信息技术是指使用硬件和软件对信息或者数据进行存储、检索、通信和系统化的过程【搭配不当语句，“技术”是“过程”？】。信息技术将信息存储为多种形式，例如图形和音频，从这点上来看，信息技术具有类似数字化的功能，但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数字化并不是以客户为中心，更专注的是企业内部运作的物理状态；而数字化技术更多地关注用户的输入与输出、感知的持续交互，数字化技术运用是共同创造的化学过程。
根据已有文献，数字技术具有可扩展性、同质性、可转移性[9]、可编辑性[10]、流动性[11]、适应性[12]等多种特征【这是笔者梳理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首先，数字技术具有融合性，指数字技术和信息设施能够以必要、普遍和交互的形式重新自我设计和配置，通过媒体、存贮和分布技术融合，以及结合使用者感受，将整合、重新配置技术、网络、服务和内容。其次，数字技术具有生成性，传统产品制造流程是松散和独立的，但是数字技术可以将松散和独立的过程聚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动态和可扩展的数字产品，为中小型企业生产传统产品赋予更多新机会。再次，数字技术具有特异性，指数字技术可以决定何种类型的资源能够输入，以及决定资源以何种方式具体产出。最后，数字技术具有相关性，可以将数字化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联系起来，为中小型企业在创新活动中与多方参与者形成交互并构建合理的网络关系[13]。
1.2  数字创新的定义和维度
数字创新是指广泛使用数字技术来从事创新活动，进而在特定环境下形成新兴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过程[14]。数字创新也可以被定义为在分层的模块化体系中重组数字，能够为服务的用户或潜在用户创造新的有用价值[15]。数字创新与数字技术是不同的，数字创新的定义涉及创新的结果，例如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新的客户体验；然而，数字技术的定义涉及到广泛的数字工具和基础架构，是一种工具或者手段，数字技术使创新的可能性增大。
数字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性质和结构，从而产生了新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方式，使企业能够将具有不同目标和能力的动态参与者聚集在一起，改变了创新的过程[12]。数字技术通过打破不同创新阶段之间的界限，使多方参与者共同参与到产品的创造与增值过程中。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创新不仅是中小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挑战现有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种有力方式，还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改善和扩展其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并进入新领域的机会。
以往的研究探讨了数字创新的收敛性、流动性[10]、异质性[11]、网络性[12]等【问题同前】，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将数字创新的维度划分为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其中，数字产品创新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或在其推动下形成新兴的产品；数字服务创新是指对数字技术提供的各种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创造出对企业或客户有益的新兴资源或服务；商业模式创新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或在其推动下为客户创造和交付价值，进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
1.3  创新价值链理论
创新价值链理论是由Hansen 等[2]提出，他们通过对美国和欧洲的跨国企业的创新活动研究提出创新活动的3个阶段，即创新产生、创新发展和创新扩散，这3个阶段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任何一个环节薄弱都会导致企业创新的失败。Roper等[16]通过对爱尔兰制造企业的研究，对创新价值链进行了定义，即企业从汲取创新知识到将知识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并传播新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同时指出创新价值链由知识获取、转化和利用三阶段不断循环构成。其中，知识获取主要是指用来进行创新活动的必要知识不同的来源方式，由企业内部研发以及外部知识构成；知识转化是指将知识转化为实物的创新活动，从创新输入开始（内部研发或外部合作的成果）到具体的创新输出（新产品或者过程创新）；最后是知识利用环节，涉及到企业如何利用这些创新活动，以及创新对企业的业务提升和企业产品产量影响。该模型反映出创新价值链是一个递归过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将这些知识转化为新的产品和流程并创造附加价值。创新价值链的最大优势是清晰地呈现出创新过程中的各种活动。数字技术的采用，不仅为中小型企业创新价值链在来源阶段赋予网络化特性，进而提高其价值，还可为非数字创新增加新的特征，开发形成新的数字来源方式[13]。
1.4  网络理论
网络理论最早起源于社会学研究中，用于解释社会经济行为与过程，后来被普遍应用在企业和组织领域。目前，该理论也越来越多应用在数字化领域中，用来解释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参与者的网络效应[17] 【确认句子表述的观点是来源于文献17？】。Davern[18]将网络定义为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且其整体结构可以视为该群体中个体的社会行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网络，例如Hutchinson等[19]分为非正式和正式网络、Manolova等[20]分为个人和企业间网络等划分方式。本研究根据Jin 等[21]的建议，将网络划分为正式的商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网络。其中，商业关系网络是基于企业与重要合作伙伴建立的紧密而持久的关系，共同开展业务并相互依存的结构；个人关系网络是个人间基于善意和信任，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行业内外的亲属和朋友所建立而成的动态、连贯、基于身份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结构。
1.5  概念模型和假设提出
为探究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路径，本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与网络理论，将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活动划分为数字化网络、数字化转化和数字化利用3个阶段，并以此构建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第一阶段为数字化网络，是指中小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搭建数字化网络的过程；第二阶段为数字化转化，是指中小型企业借助数字化网络进行数字化创新的过程；第三阶段为数字化利用，是指中小型企业将数字化创新的结果用于提升经营能力的过程。
【图1内假设变量参数“H”改为斜体，其后序号数字和参数字母改为下标且数字为正体、字母为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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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研究模型

1.5.1  数字化网络阶段
传统技术或知识来源的参与者多是同质性的，而且同质性参与者之间也很少进行资源互换，因为这些知识只有能够适应这些参与者独特的要求，才能够提高创新的协调性和效率以及资源的流动速度。由于数字技术能够增加关联性，那么与之互动的参与者的数量和多样性也会增加，因此，与更多不同参与者的互动，不仅增强了数字技术追踪和引导创新的资源能力，潜在中还改善了投入和产出的同质性。此外，即使参与数字创新的参与者非常多而且涉及的领域广泛，但是数字技术的高特异性也可以保证其输入和输出创新知识的可靠性。而且，数字技术具有广泛关联的特性使得价值创造过程并非由单一参与者集中参与而成，而是由众多参与者通过网络共同进行产品的创造与增值。中小型企业已越来越多地连接各行业内外的参与者，推动建立商业关系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等多层面的数字化网络，并从中创造价值[10]。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促进中小型企业建立与政府机构、行业内部和外部机构、竞争对手和客户等的网络联系，也可以促进中小型企业同社会团体组织、行业内外的亲属和朋友等的网络关系。为此，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的采用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建立商业关系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数字技术的采用对中小型企业的商业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
H1b：数字技术的采用对中小型企业的个人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
1.5.2  数字化转化阶段
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融合性，那么在数字创新价值链中，不仅仅是由中小型企业决定数字创新的成果，而更要通过商业网络将外部更多参与者聚集在创新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小型企业可通过与政府、竞争对手和顾客建立商业关系网络，从而获得市场知识、信息和数字创新等方面的有效信息来促进数字创新[22]。其中，数字创新的具体形式包括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商业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产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2b：商业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2c：商业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资金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他们在市场上也难以获得占有竞争性优势的机会，而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可以获得数字创新的有效知识。例如，大型企业有足够的资源和经费用于聘请市场调研机构来获取有关企业提供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市场反馈，然后产生企业的创新知识；但是，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从市场调研机构来获取产品或服务反馈的方式所需要的花费巨大，他们通过与身边的朋友或者亲近的个人关系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取市场环境信息以及有关数字创新的知识与建议。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个人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产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3b：个人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3c：个人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5.3  数字化利用阶段
数字创新是决定中小型企业竞争力大小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小型企业在进入新市场的过程中保持和发展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数字创新具有促进微观和宏观双层面增长的潜力和能力。因此，数字创新是经济变革的关键，也是中小型企业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在提升经营能力方面，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对企业新产品开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Evangelista 等[23]的研究表明，产品创新通过利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和产品性能，从而为企业带来效益以提升其经营能力。而服务创新则是通过引入更有效的服务方式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并缩短创新响应时间、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成本，从而提升经营能力。Ou 等[24]的研究显示了创新能够极大改善生产操作，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经营水平，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产品创新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促进有效应对变化的能力，从而带来更好的经营效果。
数字创新活动影响着企业的整体经营能力，随着数字创新转化为竞争优势，数字创新也对企业经营能力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小型企业而言，通过创新数字产品、数字服务与商业模式，可快速获得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提高中小型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提升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能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中小型企业的数字产品创新对市场份额具有正向影响；
H4b：中小型企业的数字产品创新对利润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5a：中小型企业的数字服务创新对市场份额具有正向影响；
H5b：中小型企业的数字服务创新对利润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6a：中小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对市场份额具有正向影响；
H6b：中小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对利润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中国采用数字化技术的中小型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根据Grinstein等[25]的定义，将雇员不超过100人的企业认定为中小型企业。2018年6月至12月，将问卷发送给685家调查企业，共收到313份回复，有效回复率为45.6％，剔除其中46份无效作答问卷后，最终获得267份有效样本。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
	特征
	数量/个
	百分比

	   维度         类别
	
	

	受访者职位   高层决策
	83
	31.1%

	高层管理
	49
	18.3%

	中层管理
	56
	21.0%

	员工层
	79
	29.6%

	数字技术     大数据
	45
	16.9%

	VR/AR
	48
	18.0%

	云计算
	27
	10.1%

	区块链
	22
	8.2%

	人工智能
	32
	12.0%

	多种技术
	79
	29.6%

	其他
	14
	5.2%

	数字技术结构  设备层
	50
	18.7%

	网络层
	58
	21.7%

	服务层
	66
	24.7%

	内容层
	93
	34.9%

	总计
	267
	100.0%



2.2  变量测量
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创新文献，在已有研究量表的基础上对各题项逐一进行评估和修改，使之适应中国数字化的特定环境。根据Thiesse等[26]的方法，依据企业当前数字技术部署的阶段与企业从构想到实施数字技术的时间两个维度，测量企业数字技术的采用行为；商业关系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的测量题项来源于Ge等[27]；测量数字产品创新的题项来源于Fichman 等[12]、Lyytinen等[4]和Nwankpa等[28]；测量数字服务创新的题项来源于Avlonitis 等[29]和Lusch等[30]；测量商业模式创新的题项来源于Fichman等[12]和Brege等[31]；测量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的题项来源于Ward等[32]、Roth等[33]和Kristal等[34]。上述量表的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两端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和“完全同意”。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SS 25.0和Amos 25.0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值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上述变量的KMO值依次为0.917、0.886、0.904、0.756、0.832、0.954、0.746、0.906，表明适合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通过最大方差法计算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各个因子的平均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大于0.5，表明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且所有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余的相关系数，表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表2  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信效度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
	AVE

	数字技术采用（ADT）
	adt_1
	0.745
	0.716
	0.719
	0.562

	
	adt_2
	0.745
	
	
	

	商业关系网络（BN）
	bn_1
	0.684
	0.866
	0.872
	0.578

	
	bn_2
	0.717
	
	
	

	
	bn_3
	0.736
	
	
	

	
	bn_4
	0.730
	
	
	

	
	bn_5
	0.684
	
	
	

	个人关系网络（PN）
	pn_1
	0.745
	0.863
	0.860
	0.606

	
	pn_2
	0.682
	
	
	

	
	pn_3
	0.745
	
	
	

	
	pn_4
	0.727
	
	
	

	数字产品创新（DPI）
	dpi_1
	0.701
	0.877
	0.878
	0.644

	
	dpi_2
	0.770
	
	
	

	
	dpi_3
	0.781
	
	
	

	
	dpi_4
	0.741
	
	
	

	数字服务创新（DSI）
	dsi_1
	0.688
	0.897
	0.899
	0.597

	
	dsi_2
	0.728
	
	
	

	
	dsi_3
	0.767
	
	
	

	
	dsi_4
	0.687
	
	
	

	
	dsi_5
	0.645
	
	
	

	
	dsi_6
	0.657
	
	
	

	商业模式创新（BMI）
	bmi_1
	0.688
	0.842
	0.851
	0.657

	
	bmi_2
	0.782
	
	
	

	
	bmi_3
	0.770
	
	
	

	市场份额（MS）
	ms_1
	0.733
	0.825
	0.827
	0.615

	
	ms_2
	0.795
	
	
	

	
	ms_3
	0.765
	
	
	

	利润水平（PL）
	pl_1
	0.781
	0.903
	0.903
	0.700

	
	pl_2
	0.803
	
	
	

	
	pl_3
	0.817
	
	
	

	
	pl_4
	0.759
	
	
	



表3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ADT
	BN
	PN
	DPI
	DSI
	BMI
	MS
	PL

	数字技术采用（ADT）
	0.750
	
	
	
	
	
	
	

	商业关系网络（BN）
	0.497
	0.760
	
	
	
	
	
	

	个人关系网络（PN）
	0.538
	0.535
	0.778
	
	
	
	
	

	数字产品创新（DPI）
	0.637
	0.446
	0.684
	0.802
	
	
	
	

	数字服务创新（DSI）
	0.596
	0.539
	0.705
	0.680
	0.773
	
	
	

	商业模式创新（BMI）
	0.733
	0.412
	0.609
	0.642
	0.591
	0.810
	
	

	市场份额（MS）
	0.487
	0.510
	0.754
	0.608
	0.601
	0.592
	0.784
	

	利润水平（PL）
	0.318
	0.245
	0.543
	0.637
	0.596
	0.446
	0.488
	0.837


                   注：加粗数值代表【？】。

3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3.1  拟合度分析
运用Amos 25.0软件对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知本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4   结构模型拟合度
	拟合指标
	拟合标准
	检验结果

	χ2/df
	< 2
	1.711

	拟合优度指数(GFI)
	> 0.9
	0.904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
	> 0.8
	0.831

	规范拟合指数(NFI)
	> 0.9
	0.909

	比较拟合指数(CFI)
	> 0.9
	0.950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 0.06
	0.052

	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
	< 0.08
	0.048



3.2  路径分析
对结构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在数字化网络阶段，数字技术的采用对中小型企业商业关系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36、P<0.001和β=0.742、P<0.001），H1a、H1b成立；在数字化转化阶段，商业关系网络与数字服务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64、P<0.001），但与数字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β=0.139、P>0.05和β=0.141、P>0.05），因而H2b成立但H2a、H2c不成立，个人关系网络与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β=0.750、P<0.001，β=0.609、P<0.001，β=0.769、P<0.001），H3a、H3b和H3c均成立；在数字化利用阶段，中小型企业数字产品创新与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呈正相关关系（β=0.307、P<0.001，β=0.368、P<0.001），数字服务创新与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β=0.327、P<0.001和β=0.257、P<0.05），商业模式创新对市场份额有正向影响（β=0.209、P<0.001）但与利润水平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β=0.152、P>0.05），支持H4a、H4b、H5a、H5b和H6a，但应拒绝H6b。
表5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结果
	假设结论
	路径系数
	S.E.
	C.R.
	P

	数字技术采用（ADT）
	商业关系网络（BN）
	H1a成立
	0.536
	0.078
	6.890
	***

	
	个人关系网络（PN）
	H1b成立
	0.742
	0.096
	7.713
	***

	商业关系网络（BN）
	数字产品创新（DPI）
	H2a不成立
	0.139
	0.072
	1.924
	0.054

	
	数字服务创新（DSI）
	H2b成立
	0.264
	0.063
	4.200
	***

	
	商业模式创新（BMI）
	H2c不成立
	0.141
	0.082
	1.705
	0.088

	个人关系网络（PN）
	数字产品创新（DPI）
	H3a成立
	0.750
	0.084
	8.932
	***

	
	数字服务创新（DSI）
	H3b成立
	0.609
	0.069
	8.844
	***

	
	商业模式创新（BMI）
	H3c成立
	0.769
	0.095
	8.093
	***

	数字产品创新（DPI）
	市场份额（MS）
	H4a成立
	0.307
	0.071
	4.311
	***

	
	利润水平（PL）
	H4b成立
	0.368
	0.095
	3.884
	***

	数字服务创新（DSI）
	市场份额（MS）
	H5a成立
	0.327
	0.079
	4.122
	***

	
	利润水平（PL）
	H5b成立
	0.257
	0.102
	2.512
	*

	商业模式创新（BMI）
	市场份额（MS）
	H6a成立
	0.209
	0.060
	3.465
	***

	
	利润水平（PL）
	H6b不成立
	0.152
	0.081
	1.886
	0.059


                   注：*、**、***分别代表【？】。

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根据Muñoz等[35]的研究，尽管上述结构方程模型能够量化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并证实了本研究提出的大部分假设，然而该模型却无法深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组合构型与企业经营能力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存在一定局限性。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近年来在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36] 【确认句子表述的观点是来源于文献36？！】。fsQCA以集合理论和构型理论为基本思想，通过考虑条件之间的联合效应和因果关系，检验前提条件和结果之间的非对称关系[37]。为探索数字技术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组合效应，根据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能力是数字技术的采用、商业关系网络、个人关系网络、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6个前因条件共同组合的结果。
4.1  变量校准
fsQCA分析的前提是将李克特量表的连续标度转换为0~1之间的模糊集隶属度值，对前因条件和结果数据进行校准。Ragin[38]和Woodside[39]指出可通过设置3个校准点：完全隶属（模糊得分为0.95）、完全不隶属（模糊得分为0.05）和交叉点（模糊得分为0.50）来评估每个变量的隶属度。根据测量模型，分别计算每一潜变量的平均分值，并按照Douglas等[40]的方法，将完全隶属设置为最大值、交叉点设置为平均值、完全不隶属设置为最小值（如表6所示），将范围为1~5之间的分值转换为模糊集，校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
表6  潜变量的校准值
	类别
	ADT
	BN
	PN
	DPI
	DSI
	BMI
	MS
	PL

	完全隶属（0.95）
	1.00
	2.80
	1.75
	1.50
	1.83
	1.33
	2.00
	1.00

	交叉点（0.50）
	4.11
	4.45
	3.98
	3.92
	4.03
	3.93
	3.90
	3.58

	完全不隶属（0.05）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2  条件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是单一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解释力的度量方法。为确保前因条件中不存在导致结果的必要条件，需要对每一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以证明结果的产生并非依赖于单一条件变量。fsQCA 3.0软件可分别计算得到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其中，一致性评估的是某一前因条件与某一结果之间相一致的程度，即某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某一条件变量的存在。当一致性结果大于0.9时，这一条件变量可视为结果的绝对必要条件[38]。表7结果显示，每一个条件变量对样本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结果的一致性均低于0.9，表明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能力并非依赖于单一的某个条件变量，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接下来有必要对各条件变量的组合效应进行分析。
表7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
	市场份额（MS）
	
	利润水平（PL）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数字技术的采用（ADT）
	0.647
	0.586
	
	0.667
	0.968

	商业关系网络（BN）
	0.832
	0.749
	
	0.776
	0.851

	个人关系网络（PN）
	0.555
	0.557
	
	0.531
	0.788

	数字产品创新（DPI）
	0.762
	0.740
	
	0.648
	0.887

	数字服务创新（DSI）
	0.842
	0.818
	
	0.546
	0.881

	商业模式创新（BMI）
	0.664
	0.627
	
	0.555
	0.780



4.3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是指作用于结果变量的不同条件变量组合。为识别可接受的条件组态方案，首先，构建真值表，并应用Quine-McCluskey最小化[41]，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42]，以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作为结果变量对真值表进行计算，得到复杂型、中间型和精简型3种不同的方案。基于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选用中间型方案对结果变量进行解释。表8展示了6个前因条件下的中间型方案结果。其中，黑色圆圈（●）表示该方案下的前因条件存在；空白圆圈（〇）表示前因条件不存在；空格表示前因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覆盖率衡量的是通过特定路径实现结果的个案占所有个案的百分比，体现了已确定组态的经验重要性[42]。结果显示，上述方案的总体覆盖率分别为0.892和0.733，意味着6种因果条件配置解释了89.2%的市场份额和73.3%的利润水平，解释程度较好。上述方案的总体一致性分别为0.987和0.817，高于Ward等[32]建议的一致性应达到0.75的标准，故接受上述6种方案。
表8 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的前因条件组态
	条件组态
	市场份额（MS）
	
	利润水平（PL）

	
	S1a
	S1b
	S2
	
	S3a
	S3b
	S4

	数字技术的采用（ADT）
	●
	●
	〇
	
	●
	●
	〇

	商业关系网络（BN）
	
	
	●
	
	●
	●
	

	个人关系网络（PN）
	●
	●
	
	
	
	
	●

	数字产品创新（DPI）
	●
	
	
	
	●
	
	

	数字服务创新（DSI）
	
	●
	
	
	
	●
	

	商业模式创新（BMI）
	
	
	●
	
	
	
	●

	原始覆盖率
	0.668
	0.364
	0.413
	
	0.454
	0.4489
	0.344

	特有覆盖率
	0.018
	0.001
	0.004
	
	0.004
	0.011
	0.014

	一致性
	0.984
	0.969
	0.893
	
	0.832
	0.8620
	0.804

	总体覆盖率
	0.892
	
	0.733

	总体一致性
	0.987
	
	0.817



根据fsQCA分析结果，方案S1a表明了数字技术采用、个人关系网络和数字产品创新三者的存在能够产生理想的市场份额结果，并拥有最高的一致性值（0.984）；方案S1b的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采用、个人关系网络和数字服务创新三者的存在也能够产生理想的市场份额结果。方案S1a和S1b的结果共同表明，数字技术的采用和个人关系网络是中小型企业获得市场份额的核心条件。方案S2的结果显示了数字技术的缺失与商业关系网络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存在能够产生预期的市场份额结果，但其一致性值相对较低（0.893）。方案S3a的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采用、商业关系网络和数字产品创新三者的存在足以实现利润水平；方案S3b的结果表明，数字技术的采用、商业关系网络和数字服务创新三者的存在是实现利润水平的充分条件。方案S3a和S3b的结果共同表明，数字技术的采用和商业关系网络是中小型企业实现利润水平的核心条件。而方案S4表明，数字技术的缺失以及个人关系网络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存在也能产预期的利润水平结果，但在上述所有方案中是一致性值最低（0.804）的。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发现
本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与网络理论，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与fsQCA分析，构建并验证了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模型，得到主要发现如下：
（1）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与其数字化网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意味着数字技术可以使中小型企业与创新价值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建立起数字化网络这种有效方式。数字技术的作用是探索各种低成本市场和技术，可以识别潜在需求并提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想法，从而帮助中小型企业获取和积累必要的网络关系；同时，这些关系中包含更多固有资源渠道，数字技术使得中小型企业在建立关系过程中能够与这些固有资源的关系产生更多的交集，从而获得并积累他们的资源。
（2）个人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创新均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商业关系网络仅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与企业数字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相比于商业关系网络而言，个人关系网络对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更大，这也意味着中小型企业在发展商业网络的同时也要重视个人关系网络的搭建。通过数字技术，中小型企业能够与外部建立共享网络关系，从而将各种资源聚集在一起，并通过网络关系来产生新的数字化创新成果；同时，数字技术可以利用高效、可扩展的系统及路径的杠杆作用来生产、营销或者提升在先前阶段所开发的产品或者服务。
（3）数字产品创新与数字服务创新对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先前的研究是一致的；而商业模式创新仅对中小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具有显著影响，但与利润水平的关系并不显著，该结论与先前的研究并不一致。这需要考虑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例如，基于客户的商业模式是中小型企业利润水平的根本关键，但是，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客户的需求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商业环境的变化并带来新的市场，因此，商业模式创新与客户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会影响中小型企业的利润水平，而不是商业模式创新本身。此外，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本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与中小型企业的利润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4）在影响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的充分性条件方面，数字技术的采用和个人关系网络是中小型企业获得市场份额的核心条件，数字技术的采用和商业关系网络是中小型企业实现利润水平的核心条件；但在缺少数字技术的情况下，商业关系网络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存在也能够使企业产生预期的市场份额结果，个人关系网络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存在亦能够使企业产生预期的利润水平结果，不过相比于企业采用数字技术而言其效果略低。
5.2  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通过基于研究结果的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在理论层面，首先，本研究将创新价值链理论应用到数字化转型领域，通过构建“数字技术采用—数字化网络—数字创新—经营能力”综合框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与fsQCA方法，分析了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价值链的路径，为数字创新价值链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其次，将数字创新视为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3个维度，并具体分析了数字化网络与3种数字创新模式以及数字创新模式与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的作用关系，为深化数字创新领域研究提供了借鉴；最后，考虑了商业关系网络与个人关系网络两类数字化网络在数字创新价值链中的作用，得到中小型企业可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来搭建数字化网络以实现数字创新的结论，对拓展和深化网络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
在实践层面，根据研究结果，中小型企业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可以考虑“数字技术—个人网络关系—数字产品创新”路径，也可以考虑“数字技术—个人网络—数字服务创新”路径，以及“数字技术—商业网络—数字服务创新”路径，而为了提高市场份额水平，应该采用“数字技术—个人网络—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对于相关政策制定者而言，可制定相关帮扶中小型企业提高数字技术采用的精准政策，或将有助于推进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创新。
5.3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只探讨了数字技术采用、数字化网络、数字创新与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之间的关系，未分析变量起到的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分析数字化网络与数字创新的中介效应，更深入地剖析这些变量将如何提升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第二，政府政策、竞争压力、产业环境等外部环境因素也很可能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43]，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虑引入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对现有研究形成补充；第三，受条件所限，只收集了特定时间截面下的样本企业数据，未来的研究可通过收集纵向数据或案例研究的方式，更深入地探讨数字创新与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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